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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成过程的社会学考察
———一个城市空间转型的个案研究

狄 雷，刘 能

(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中，空间已经转变成了商品，房屋产权被认为具有独特

的转变力。北京市城乡结合部一个典型村庄———沙村的演变史表明，流动人口聚集区这一特
殊空间类型的生产，是不同社会行动者相互适应的结果:一方面，它是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社

区空间内不断聚集并形成一定规模的过程; 另一方面，也是本土社区不断接纳外来移民的过

程。与此同时，这一特殊空间类型的生产，也是结构性力量和微观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北京
的快速扩张与郊区城市化改善了沙村的区位状况和交通条件，使沙村具备了吸纳产业和外来

移民的条件，本地居民利用自家宅基地开展租房实践，他们对房租的追求构成了沙村向流动

人口聚居地转型的内在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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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背景与理论回顾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社会空

间的新形态层出不穷，社会空间分化明显。
“门禁社区”( gated community ) 的出现和各类
“城中村”的存在都表明，社会阶层分化与城市
空间的结构分化正在同步发生。芝加哥学派最
早把城市的空间格局与社会阶层以及社区内人

们的日常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使得城市空间研

究在社会学领域获得了合法性。其代表人物
Ernest Burgess从过程视角出发探讨了芝加哥

市的发展历史，并用同心圆理论( Concentric
Zone Theory) 对芝加哥市由内向外进行了空间
的类型学划分: 中心商业区—过渡地带—产业
工人居住区—高级公寓楼房—郊区。［1］( P51) 该
学派认为，城市的空间布局与人口的居住方式

是个人通过竞争谋求适应和生存的结果，城市

空间组织的基本过程是竞争和共生，因此城市

空间分化是经济竞争的自然产出。［2］( P49)

但是，在芝加哥学派的早期研究中，城市空

间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消极的物理空间，其在解

释社会空间分化时略显单薄，尚未明确地揭露

出空间分化背后的机制，仅将复杂的社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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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结构关系简单地化约为经济竞争。［3］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社会出现的城市问题，如美国
城市中的贫民窟骚乱和欧洲城市发生的工人和

学生暴动，促使城市社会学研究向政治经济学

范式转型。［4］新城市社会学理论将对城市空间
的分析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积累等社
会过程结合起来，其主要代表人物有 Henri
Lefebvre、Manuel Castells和 David Harvey。

Lefebvre把城市空间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
支配结构联系起来讨论［4］，认为空间反映了社会

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5］( PP180-183) 他提出的“空间生
产”概念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强调空间实践在
沟通城市与人的关系时的意义，指出城市社会生

活展开于城市空间之中，主张从“空间向度”来把
握城市阶层的划分和相关主体的形成。［6］Castells
把问题聚焦于空间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是如何被

利用的;在集体消费这一概念下，他对住房问题和

居住空间结构进行了重点论述，认为作为集体消

费品的住房塑造了城市空间结构，其直接结果是

导致了住房阶层化。［7］( PP145-169) Harvey 明确提出了
社会空间统一体概念，指出空间不仅是社会活动

的外在客观容器，更是社会活动的产物。［8］( PP50-116)

通过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联系起

来，Harvey形成了一系列概念工具来揭示不平等
的机制和城市政策背后的利益问题，这样，社会不

平等与城市问题而不是社会整合成为新城市社会

学的研究主题。［9］

在新城市社会学的范式中，城市空间过程

与社会过程实现了整合，空间是“被社会性地
生产出来的”［10］;“空间生产”这一概念使得新
城市社会学更具有了批判的色彩，这破除了芝

加哥学派“空间拜物教”［11］。同时，空间分析
与社会分析在经验研究层面实现了结合，特别

是城市居住空间与社会分层的研究积累了相当

数量的研究成果。［12］空间分化的经验研究表
明，居住格局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化特征，城市的

社会空间结构呈现出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化。
新的研究趋势表明，新城市社会学对于城市空

间的考察，已开始将空间生产、转化过程背后的
社会行动者纳入到讨论之中。
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型，是城市空间扩张与城

市社会结构不断协调整合的结果［13］。在中国城

市的扩张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 Burgess 所讨论
的“过渡地带”( transitional zone ) 的空间类
型———城乡结合部，这一空间类型成为城市接纳
未能进入城市主流生活的流动人口的主要区域，

并逐渐转化为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从宏观层
面看，这一空间类型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结果: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中城市迅速扩

张，城市化率从1992年的27． 46%迅速增至2010
年的 49． 95%。［14］伴随着城市化上升为国家战
略，中国正经历着行政规划主导的快速城市化，

有学者称之为“被动城市化”［15］。由于中国的城
市扩张发生在独特的制度背景下，受到城市土地

所有制、城乡二元分割和单位制等多重制度因素
的影响，因此，在城市中心地带及其周围没有出

现类似的“过渡地带”，而是在原有的城市核心
地区周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被称为“城乡结合
部”的过渡空间类型。与传统的农村社区相比，
城乡结合部在物理空间特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耕地变得很少或者消失了，原来的传统房屋

住宅区与新兴的住宅小区和工业园区、商业服务
业街区混合在一起，成为其物理空间中的主要构

成部分。另一方面，伴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渐放
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以北

京市为例，2010 年北京市的流动人口为 704． 5
万，占市域常住总人口的 35． 9%，［16］流动人口已
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有一

种类似于“过渡地带”的城市空间来容纳这些人
员。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对居住地的选择需
要同时考虑到经济上的可负担性和文化上的融

合性等因素，因此，城乡结合部成为他们落脚城

市并开始城市适应的首选之地。此外，城市核心
区在土地使用和人口管理政策方面的排斥性制

度供给，也促使流动人口选择了制度环境相对友

好的城乡结合部。［17］可以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为一种新型城市空间的生产提供了契机，这也符

合 Burgess 关于人口运动是社区脉搏的判
断［1］( PP58-62)。可以说，对这类空间的生产与转化
的细致考察，实际上是对特定社会转型过程的具

体表征。
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中，空间已经

转变成了商品，空间的生产承载了商品生产的

逻辑; 同时，房屋产权被认为具有独特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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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以影响人们的态度、信念和行为。［18］本文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脉络，通过对北京郊区的

一个典型城乡结合部的田野调查，在微观层面

上探讨流动人口聚居区这一新城市空间类型的

具体形成过程，以阐释这一特殊社会空间生产

与转化的微观基础。

二、研究地点与资料来源

沙村位于北京市昌平区 B 镇西北部，距市
中心约 20 公里，常住户籍人口 366 户 1333 人;
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约 7600 多人，多为外
来务工、经商人员; 村域人口共计 8933 人。沙
村对外交通极为便利，村域主干道路设有多条

公交线路，可直达北京中心城区及昌平区各地;

距离地铁五号线站点约 3 公里。沙村的地理位
置和良好的交通条件，是吸引外部投资和外来

人口在此就业和居住的重要条件。
沙村拥有独特的村庄结构，一条交通主干

道路把沙村分隔为东、西两个部分———村域东
部主要是沙村在本村土地上兴建的一些产业，

包括卖地给开发商后建设的三个商业住宅小

区，以及外地客商租赁沙村的土地建起来的建

材城; 还有一些小型的店铺，主要是村民租赁村

里的土地建房后再转租给外地人经营。村域西
部则是沙村村民的生活区，构成了一个有自己

完整边界的社区。在沙村的村口，以及进入沙
村的主路两旁，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商业区，大约

有 400 家小型店铺，这些商铺绝大多数都是外
地人在经营。在村民住宅区的东面，还有一块
大概有 200 多亩的特殊区块，原是村民承包搞
养殖的区域，在沙村的租房市场兴起以后，承租

的村民开始在这块地上建房出租。
在从传统的农村社区向一个城乡结合部流

动人口聚居区的转变过程中，沙村的集体经济

活动和村民的个体经济活动都发生了剧烈的变

化———村集体的产业支柱，由原来的果园和养
殖畜牧业，转变为以出租土地为主的租赁业; 而

沙村村民原来以种植、养殖为主，在失去土地以
后，逐渐转变为打工者和房屋出租者，而房屋出

租收入在大部分沙村村民的收入结构中，逐渐

变得越来越重要。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

租赁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是沙村集体收入的主

要来源; 同时，周围经济活动的活跃也吸引了大

量外来人口到这里来寻求机会，这在另一个层

面上激发了村民的经济实践———租房。也就是
说，不仅在物理空间存在本土社区、商业小区、
商业服务区等相交融，而且用于居住本土社区

自身也逐渐变为异质性的———本土居民与外来
人口共居，转化成了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类

型———流动人口聚居区。
本文所使用的访谈资料和数据，均来源北京

市社科基金 2006 年度重点规划项目“北京市城
乡结合部外来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模式和社会

控制对策研究”的项目调查资料。除课题的实
地调查外，笔者 2009年 4—5 月对沙村进行的回
访，以及在调查过程中从沙村村委会获取的一些

数据和文本构成了本文的辅助资料。在调查过
程中，问卷的填答采取了访员与被访者一对一的

面访方式进行的，有效提高了数据质量。

三、房屋出租与城市空间生产

流动人口聚居区产生的区位条件是城乡结

合部，这一特殊的城市空间是在城市化的战略背

景下，大中型城市不断向外扩张的产物。本文的
研究地点沙村，也是在北京城区的迅速扩张的背

景下转化为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的。从“行动
者—空间关系”［19］的研究维度来看，流动人口聚
居区这一特殊空间类型的产生是不同社会行动

者主体适应社会变迁的结果: 一方面，是外来流

动人口在一个城市社区空间内不断聚集以形成

一定规模的过程; 另一方面，是本土社区不断接

纳外来移民的过程，这种接纳主要是通过本土社

区的村民出租房屋给外来移民实现的。沙村在
从传统的同质性农村社区向异质性的流动人口

聚居区这一城市空间类型的转变中，房屋出租这

一非正式经济活动发挥了关键作用; 同时，出租

房屋也是本土居民在面对宏观社会变迁改变了

生活机会情况下的一种积极的适应策略。因此，
笔者主要基于本土社区居民适应社会变迁的

“内部人”视角，通过其租房经济发展过程的回
溯，来探讨这一特殊空间转化的微观基础。

1． 房屋出租: 从“个体行为”到“群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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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作为现有制度背景下的城市“边缘人”，流

动人口的社会属性赋予了其所选择居住空间以

社会意义。流动人口聚居区成为新的“社会空
间”，空间内的行动主体形成了特有的生存方式、
行为规则、关系网络乃至观念形态，［20］不同类型
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成的具体过程和机制各不

相同。在本文的案例中，沙村村民的积极租房实
践是推动沙村从同质性传统农村社区向异质性

流动人口聚居区转化的最主要的推动力。租房
是沙村村民利用自家宅基地空间的理性经济实

践，这契合了上文所讨论的空间的商品属性，居

住空间的市场化过程具体体现为对外来流动人

口的不断接纳。租房最初只是个别村民的零散
的经济行为，经过几年不断的发展和演化，租房

变得非常有利可图并成为大多数村民的集体选

择。租房市场在沙村逐渐发展起来，其发展过程
是外来人口不断聚集的过程，也是本土农村社区

向流动人口聚居区转型的过程。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沙村开始有人出租房

屋。作为沙村较早的出租户之一，LZK 这样讲
道，“我家差不多是村里最早开始租房的，是在
1992 年左右，那时候只租给了一两户。当时为
了增加收入，出租的房子也不多，就是东西厢

房”。那时，LZK 家主要是以种地为主要的收
入来源，因此租房成为增加收入的一种开源方

式。但在当时，租房并没有被大多数村民接受:
一方面，当时外来人口较少，房租收入并不可

观; 另一方面，安全也是村民比较看重的因素。
所以，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讲，这时并没有从心理

上认可出租房屋给外来移民，对于村里出现的

外来者，他们采取的是一种被动适应的方式。
可见，房屋出租最初只是个别村民的理性经济

行为，并没有被村民广泛接受和效仿。
从 1998年开始，沙村出租房市场开始逐渐

发展起来。伴随着前几年个别村民租房实践的
探索和外来人口的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村民开

始认可并从事房屋出租。在这一时期，有两个重
大事件在客观上推动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出

租房屋。首先，在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沙村的
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的职业生涯发生了转折，伴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转型，那些原来可

以在北郊农场的乡镇企业上班的合同制工人，在

这一时期纷纷下岗或者失业了，因此，租房对很

多家庭来讲，成为增加家庭收入的一个重要途

径。HGB家就是这样的情况: 在 1998 年盖了新
房以后，就把原先自己住的院子租给了一个做防

盗门生意的湖北老板，房租收入对当时没有工作

和其他收入的 HGB家来讲，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在这一时期，很多村民对沙村的经济和租房的关

系有了全新的认识，村民 ZS 认为“沙村以后的
经济只能靠出租，没什么大企业和其他营生的手

段，不出租很难会有什么出路”。可见，生活机会
结构的变化使得村民找到了与外来者利益共同

点。其次，在 2003 年发生了“拆迁风波”。作为
事件当事人和主要参与者，村委会潘主任这样讲

道:“当时村里和开发商谈的是旧村改造、村民上
楼。这样就牵扯到房屋的补偿问题，当时有的村
民房子少，实际建房和补偿之间有一定差距，所

以村民想多建一部分，多挣一点差价。但是旧村
改造项目后来没有审批下来”。为了获得更多
的拆迁补偿，村民开始充分利用自家的宅基地院

落盖房。当拆迁“破产”后，为了使建房上的投
入不亏，便有更多的家庭开始出租空房给外来人

口。可以说，拆迁事件在促进沙村房屋出租市场
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它为

村民开始租房提供了前提条件———更多可供出
租的余房。这时，房屋出租已成为大多数村民的
选择，变成“群体共识”，与外来移民的利益共同
点促使村民从被动适应到积极参与的转变。
同时，周边各类市场的活跃、北京城区的迅

速扩张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拉近了沙村与城区

的距离，相对便宜的土地价格，让该区域具备了

发展各类商业互动的优势并创造出了更多的就

业机会，这吸引了更多的外地人到这里来寻找机

会，客观上为沙村的租房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条

件。环境因素的变化和本土居民的理性经济实
践共同促成了沙村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逐步形

成，沙村的租房市场的也日渐成熟: 一方面租房

的家庭在沙村占据了绝大多数;另一方面大部分

村民在经济方面对房租有较高程度依赖。问卷
数据显示，2008年的上半年:在 338户村民中，有
247户出租房屋，出租房屋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村
民的选择;从房租收入看，年均房租收益从 2003

47



年 6197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12139 元，最多的一
户年房租收入达到 47000元，房租收入日益成为
沙村村民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过程在一

定程度上是沙村村民不断提供可居住空间的过

程。出租房屋村民与可供出租房屋数量的不断
增加，客观上增加了对外来人口的容纳能力，推

动了沙村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转型。同时，在
沙村租房市场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房租收益日

益凸显，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主动去经营这项

事业，其主要策略就是建房出租。村民的这一
主动适应策略不仅大大改变了沙村的物理空间

结构，更进一步增强了沙村容纳外来人口的能

力，加速了向流动人口聚居区转型，并体现出城

市空间的“社会生产性”。
2． 建房: 社区空间重构
房租收益是决定村民租房、建房投入的最重

要因素。随着房租收益的不断提高，房屋出租成
为一个越来越有利可图的经济行为。因此，当村
民对沙村租房市场的前景有了稳定预期后，投资

建房以扩大出租规模成为村民的理性选择。本
土居民与外来移民找到了利益契合点，从心理层

面实现了对外来移民的主动接纳，建房不仅增加

了可供出租房屋的数量，也改善了出租房质量，

提高了对外来移民的容纳能力和吸引力，一种新

城市空间类型在实践意义上“被生产”出来。
建房是村民对自家宅基地空间的一种有效

利用。如上文所述，在 2003 年，受“拆迁”信息
的刺激，为从拆迁中得到更多的补偿，沙村出现

了一次大规模建房活动，这一“集体行动”的后
果之一，是为沙村房屋出租市场的初步发展提

供了可供出租的余房。伴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
和房租利益的外显，村民开始有目的的翻盖、新
盖房屋专门用于出租，建房成为一种理性的投

资行为。问卷数据表明，2003 年之后，沙村每
年的建房数量呈现出一个稳步增长的趋势。在
119 户受访村民中，有 57 户专门新建或翻建了
用于出租的新房，占总数的 47． 9%，即差不多
有一半的村民专门修建了用于出租的房屋。笔
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出租房屋的家庭会多次

修建房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随着近几年建

房费用不断提高，对于很多村民来讲，建房意味

着一笔很大的投入。SMH 家就是这种情况，自
从 2004 年之后，他家基本上就处于一个不断建
房的阶段，每年收取的租金，加上向亲戚朋友借

一些钱，就是下年盖房的投资。在某种意义上，
沙村很多家庭实现了以房养房。

2007年后，沙村成为了北京市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整体推进村”，是北京市的永久保
留村，持续的“拆迁风波”最终破产，村民有了稳
定的建房投资预期。在这一背景下，沙村出现了
“盖楼热”。盖楼是对宅基地空间利用的一个突
破，由于政策不允许村民获取更多宅基地，村民

没有更多的可供利用的空地，为了增加自家出租

屋的间数，个别村民便开始建楼，这一举动很快

引起了其他村民的效仿，仅在 2009 年上半年，沙
村便有 40多户盖楼，楼房多为三层以上的小高
层。楼房出租具有很多优点:一是在有限的空间
上增加了出租房的间数;二是同等面积的楼房的

租金，要比平房高很多(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同等

面积楼房的租金，是平房租金的两倍左右) ; 第

三，沙村的租户群体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做生意的和打工的白领，已经占据了很大的

比重，楼房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因为对于

这些人来讲，干净、舒适的楼房对他们很有吸引
力。经济利益的驱动、经济承受能力较强的租房
群体的出现、“拆迁”的破产，这些因素都使得租
房成为可预期的理性经济行为，这极大地促进了

村民的盖房和盖楼热情。在访谈过程中，HGB、
SMH都认为，沙村近期的盖楼户还会增多，除了
经济利益的驱动，还与房屋的格局有关，因为楼

房会影响平房的采光。
建房特别是楼房的出现重构了沙村原有的

物理空间:一方面，建房出租使得大部分村民的

宅基地空间得以最大限度的被开发利用，使得家

庭居住格局呈现出空间紧凑化特征; 平房与不同

层高的楼房犬牙交错，甚至在同一家庭的宅基地

空间内也存在平房与楼房并存的现象，家庭居住

空间也呈现出分化与异质化特征。另一方面，建
房特别是盖楼出租，不仅改变了社区空间的物理

属性;同时，使得沙村的大部分居住空间转化为

租赁空间，改变了社区空间的社会属性，转型为

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行动
者面对宏观社会变迁的“适应策略与行动”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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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新城市空间类型的生产，社会行动者的经

济利益是这类空间生产的微观基础。

四、结论与讨论

传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微观经验研究，主要

集中于人的空间迁移、人的空间聚居和空间的社
会扩展三类社会表征，［19］个体行动者特别是农

民工群体在城市空间的适应问题受到更多的关

注。这类研究取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本土
居民的适应问题研究不足;二是社会行动者对城

市空间生产与转化的能动作用被忽略了，因此，

这是一种单向的研究视角，缺乏反思与批判。笔
者认为，在“行动者-空间关系”的研究视角内，应
该把本土居民的适应问题以及社会行动者对城

市空间生产的能动作用纳入讨论，本文通过沙村

这个研究个案对这类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流动人口聚居区这一特殊空间类型的生产，

是结构性力量和微观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本
文的案例中，北京的快速扩张与郊区城市化的发

展改善了沙村的区位状况和交通条件，使沙村具

备了吸纳产业( 资本) 和外来移民的条件;同时，本

土居民采取了积极的适应策略，与不断聚集的外

来人口找到了利益共同点，并利用自家宅基地产

权开展租房实践，本土居民对房租利益的追求是

沙村向流动人口的聚居转型的内在推力。因此，
空间生产不是单纯抽象层面的资本逻辑、权力逻
辑抑或二者结合，在这些结构性约束背后，利益群

体的社会实践是空间生产的微观基础。
沙村在向流动人口聚居区转型的过程中，

社会过程与空间过程实现了统一，印证了新城

市社会学关于“空间不仅是社会活动的外在客
观容器，而且也是社会活动的产物”的论述，空
间成为社会结构与行动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体现出了个体或群体与周围环境的双向互动过

程。与“浙江村”这种温州人不断寻求市场和
开拓市场的“产业-社区型流动”［17］的形成机制
不同，沙村村民的租房实践，是流动人口不断聚

居的一个内在推动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参

与到租房实践的村民越来越多，而且他们通过

建房以生产更大规模的租赁空间。这一方面在
客观上增强了沙村对外来人口的容纳能力，另

一方面也表明本土居民在主观上对外来人口不

断接纳，这些因素共同推动沙村从一个传统的

同质性农村社区向一个异质性流动人口聚居区

转化。
作为一种过渡性区域，城乡结合部是流动

人口聚居区这类空间生产的区位条件，也是城

市社区接纳外来移民的特殊空间类型，特别是

在分层的城市空间格局内，它为外来者提供了

生存的空间，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贫民窟的

出现，发挥了“城市之肺”的功能。因此，探讨
流动人口聚居区这一空间类型的生产与转化的

过程与微观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同时，也应该看到，传统农村社区在向流动人口

聚居区这一新空间类型转化过程中，也对本土

社区造成了一些冲击和问题，这也应该引起我

们的注意，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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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ical Probe into Formative Process of Clustering of

Migrant Polulaiton
———Case Study of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DI Lei ＆ LIU Neng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new urban sociology，space has become commodity，and housing ownership
has been recognized as something with unique transfer capacity． A typical village in the conjunction part that joins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Beijing — Sha Cun Village — suggests with its evolution history that the clustering of migrant population，
a special spatial production，is the result of mutual readjustment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agents: on the one hand，it repre-
sents the process in which inflow migrant population gather in the urban community and reach a certain scale; on the other
hand，it is also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local community receives the inbound migrant population． Meanwhile，the produc-
tion of this special spatial pattern results from the synergy from structural forces and micro mechanism． The rapid expansion
of Beijing and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suburbs have improved the regional condition an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for Sha Cun
Village，enabling the place to receive industries and inbound migrant population． The local residents turn their own housing
into rental business，which form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Sha Cun Village to shift into a clustering place for migrant
population． The case study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can offer help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the spatial pro-
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areas in China．

Key Words: clustering of migrant population; housing rental; readjustment; spati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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